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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数据来源为 18年来国内全部刑法、犯罪学博士论文 351篇 ,理论资源为知识社会学和科学

哲学 ,量化分析工具是 SPSS ,着眼点是科研选题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论认为 :“竞争型基础研究”在既

定范围、领域的科研选题中所占比例即显示学科发展状况的创新系数越高 ,说明有越多的学术注意力集中到

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反思和论争上 ,结果可能预示着学科整体创新的临近。这个系数越低 ,表明学科的整体

发展越稳定 ,常规研究仍为知识创新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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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北京大学研究生院资助项目“法的实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课题实施过程得到北京大学实证法务研究所

陈浩等人的大力支持。

①　爱因斯坦曾说过 ,“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术而已。

而提出新问题、新的可能性 ,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 ,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 ,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

步。”A·爱因斯坦、L·英费尔德 :《物理学的进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62年版 ,第 66页。

本文是以法律学术论文选题为对象的文献研究。此前 ,有学者对学术论文的作者进行各种角度的

量化分析[1 ]161—163
,或对论文作者及引文进行统计研究[2 ]197—207

,或对论文数量、合作率、课题来源、研究倾

向等方面进行综合观察。[3 ]88—97这些以研究为对象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展示了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多

重侧面 ,对法学界也有一定影响。[4 ]161—172本研究选择的视角是法学论文选题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是

一种侧重于学科内容分析的文献研究。其旨趣不在于知识生产者及其产品影响力的评价结果 ,而在于

与之相关的理论以及如何获得这种评价结果的过程和方法。

一、“选题”何以成为一个选题

作为一种学术事件 ,每一个学术研究选题都是人类认识活动的中间环节。在它以前 ,有前人的认识

成果、留下的问题以及研究者自身的知识背景、学术志趣 ;在它周围 ,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学术资助

评价体制 ;在它之后 ,便是对所提问题的回答、现有理论的突破、认识成果的丰富完善以及来自社会实践

的检验和接受。因此 ,选题是观察学术现象的一种素材 ,也是以学术研究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分析单位。

本文主旨就是通过对大量选题的经验观察和量化分析 ,发现社科研究中某个领域的实然学术兴趣分布 ,

以便间接地描述出该领域的学科发展现状、学科的成长空间 ,为进一步的研究选题提供一个方法论意义

上的选题框架。换个角度看 ,科研选题通常会遵循四个基本原则 :其一 ,需要原则或曰价值原则 ;其二 ,

可行性原则 ;其三 ,科学性原则 ;其四 ,原创性或创新性原则。[5 ]22[6 ]212—213这就反过来说明 ,选题是社会现

实和实践的反映 ,是研究者学术能力与局限的反映 ,是学科整体水平的反映。透过选题 ,我们可以间接

地感知某个学科的发展现状 ,至少 ,对博士论文的指导和写作来说 ,选题是至关重要的一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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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在决定以选题为研究主题之前 ,还要解决几个问题。首先 ,本研究的样本为 351篇法学博士

论文的题目。于是 ,题目等于选题吗 ? 或者说 ,论文题目是研究选题问题的恰当信息来源吗 ? 应当承

认 ,题目是选题的文字表达 ,而选题的丰富内容往往需要更多的阐述才能清楚理解。但是 ,不论题目还

是选题都通过一到两个核心知识主题词表现出来 ,而在一定学科体系内 ,人们对这些知识主题的含义有

着大体一致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 ,以论文题目为样本研究科研选题问题 ,其实就是以题目中出现的

知识主题为分析单位的文献研究。知识主题规定了一项研究的总体内容、范围、可能提出的问题、在学

科体系中的位置等等。因此 ,只要论文题目正确表达了一个核心知识主题 ,该项研究的选题就应当清晰

可见。在此基础上 ,借助一定的刑法、犯罪学专业知识 ,笔者便可以从原始论文题目中正确确定其知识

主题 ,作为观察选题问题的客观依据。所以说 ,论文题目是表现研究选题的有效信息来源。

其次 ,本研究试图从博士论文选题观察相关学科发展现状、成长空间和学者们的学术兴趣。①可问

题是 ,尽管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研究生是一定研究领域中学术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这个群体的学术

成果不仅限于博士论文 ,但是 ,一个学科的学术成果除了博士论文以外 ,还表现为大量学术期刊中发表

的学术论文以及专著、教材。这里隐含的质疑是 ,博士论文选题能否代表一个学科的整体状况 ? 如果博

士论文选题只能反映某个非常有限的局部或者侧面 ,甚至不是较高学术水平的样本 ,笔者就无权声称本

研究是在展现某个法学领域的学术现状。的确 ,博士论文的选题由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共同完成 ,而学

术期刊论文和出版的学术专著、教材选题 ,由杂志社、出版社的编辑和作者共同完成。因此 ,两者的筛选

机制显然不同 :期刊论文和学术专著的选题由杂志社或出版社把关 ,或多或少受制于市场的选择 ,而博

士论文的选题由导师把关 ,显然没有前者感受到的同等压力。这个区别似乎是在说 ,博士论文并不代表

学科的真正水平和全貌。可是 ,这个看法的前提假定是 ,市场筛选是科研选题的主要保障 ,没有经过市

场筛选的题目 ,就不可能是高水平的科研选题。而笔者认为 ,这个假定并不全面 ,不足以否定博士论文

选题作为选题研究素材的代表性。因为第一 ,没有编辑、书商选题规划的限制 ,博士论文选题可以更加

自由 ,而学术自由恰恰是研究创新的必要条件。反过来说 ,又有谁能否认 ,编辑、书商的选题框架中没有

丝毫主观禁忌等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呢 ? 第二 ,从作品的把关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来看 ,如果说期刊论

文、专著的发表和出版中尚有“人情稿”或作者掏钱出书的现象的话 ,那么 ,类似因素的影响在博士论文

选题过程中基本上失去了意义。相反 ,近年来实施的学位论文匿名评议制度给导师和博士生形成的压

力 ,倒是激发创新力和提高学术水平的有效保障。第三 ,现行博士生导师的遴选和博士生的选拔制度为

博士论文的选题和写作提供了一个整体水平相对较高、知识结构比较全面齐整的学术群体。如果粗制

滥造 ,这个学术群体也可能面临其他诸如项目申请、经费资助、招生规模、专业排名、机构建设等形式的

市场选择与淘汰。总之 ,博士论文选题并不因为没有期刊编辑、书商的参与而失去对学术现状的代表

性。

再次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为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我国大陆 1987年至 2005年的全部刑法、犯罪学博士

论文。对这两个学科而言虽然做到了全样本 ,但对法学乃至社会科学总体而言只是一个局部的样本。

那么 ,本研究的结论可能推论到法学其他领域乃至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吗 ? 应当承认 ,这种推论肯定是十

分有限的。不过也应再次说明 ,本研究旨在讨论如何进行学术创新性评价的方法 ,而非某一学科范围内

的创新性评价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 ,本研究不可能远离法学、其他社会科学的一般属性而追寻所谓创

① 转引自马德峰 :“选题及其选题意识———对社会调查方法在青年研究中应用的反思”,《青年研究》2001年第 9

期 ,第 43页。科学学的奠基人贝尔纳也说过 ,“课题的形成和选择 ,无论作为外部的经济要求 ,抑或作为科学本

身的要求 ,都是研究工作中最复杂的一个阶段 ,一般来说 ,提出课题比解决课题更困难⋯⋯所以评价和选择课

题 ,便成了研究战略的起点”。转引自赵佩华 :“论创造性与科学性的冲突和消解———从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看

科研选题原则”,《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 1期 ,第 22页。

102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　



新性评价的方法。

最后 ,一个致命的考问也许是 ,选题只是一项研究的起点 ,它能规定研究的大致范围 ,但无法限定沿

着选题所提出的问题 ,研究最终能走多远 ,研究者能获得多深刻的认识。换句话说 ,不比较全文、论证过

程和最终结果而仅从选题本身能看出一项研究有无创新性吗 ? 应当说 ,选题当然不能代替研究的实施

过程和论证结果而成为评价科研创新性的唯一指标。但也不能否认 ,选题从一开始就极大影响着一项

研究将有多大的创新潜力 ,研究如果失败可能首先应归结为选题的失败。所以 ,如何从选题角度为学术

创新创造条件 ,正是本文的全部努力所在。

二、选题内容分析

经过归纳 ,351篇刑法、犯罪学博士论文的选题中包含有 68个知识主题 (见下表) :

表 :刑法、犯罪学专业博士论文选题涉及知识主题

主题 篇数 主题 篇数 主题 篇数

安乐死 1 国际区际刑法 8 刑法因果关系 1

被害救济 5 恢复性司法 1 刑法制约 1

不作为 3 紧急避险 1 刑法中错误 1

裁量权 3 劳动教养制度 1 刑法中的亲情 1

持有型犯罪 3 类罪 84 刑事法律关系 1

单位犯罪 3 量刑 12 刑事法中的推定 1

但书 1 毛泽东刑法哲学思想 1 刑事立法 3

定罪 2 期待可能性 2 刑事判例 2

犯罪本质 6 赦免 2 刑事责任 6

犯罪对象 1 身份犯 2 刑事政策 6

犯罪构成 9 司法公正 2 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 1

犯罪阶段 6 死刑 5 行刑 11

犯罪结果 1 刑罚 21 行政刑法 3

犯罪客体 1 刑法发展 11 严打 1

犯罪控制 3 刑法法益 1 中国人罪过偿报态度 1

犯罪数额 3 刑法规范 2 罪犯人权保障 1

犯罪行为 4 刑法机能 1 罪过 10

犯罪学人身危险性 1 刑法价值 2 罪数 7

犯罪原因 2 刑法解释 6 罪刑法定 2

个罪 20 刑法理性 1 罪刑关系 6

共同犯罪 13 刑法平等 1 罪刑均衡 3

古代刑法 14 刑法上的信赖原则 1 罪状 1

归责理论 3 刑法效力 5 总计 351

首先 ,从问题类型来看 ,选题中的知识主题分为两个类型 :一类是犯罪问题本身 ,另一类是围绕社会

针对犯罪问题所作出的法律的以及非法律的社会反应。比如 ,犯罪概念、本质的研究、刑法分则中某个

具体罪的研究、犯罪学中某个犯罪类型的研究等等 ,都可以归入犯罪问题本身的研究。而刑事政策、犯

罪控制方略、刑罚、刑法的发展、具体刑法制度等问题的研究就可以视为社会反应的研究。样本中这两

类选题的分布大体上为犯罪本身的选题占 53 % ,犯罪反应的选题占 47 %。其次 ,根据学科领域的不同 ,

刑法学问题和犯罪学问题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类选题。刑法学更多地从规范学角度研究犯罪及其

法律评价 ,而犯罪学侧重于从事实学的角度研究犯罪及其控制。样本中这两类选题的分布大约是刑法

学选题占 86 % ,犯罪学选题仅占 14 % ,刑法学研究显著多于犯罪学研究。再次 ,按照问题容量的大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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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中的选题又可以分为三类 :宏观问题、中观问题和微观问题。所谓宏观问题 ,就是指刑法犯罪研究

中的全局性问题 ,包括犯罪观、犯罪构成、刑事政策、犯罪控制原理、刑法基本原则等问题。所谓微观问

题 ,就是指具体犯罪类型或罪名的选题。而所谓中观问题 ,就是间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某些具体刑法制

度、具体犯罪控制措施。样本中这三类选题的分布为 :中观问题最多 ,占 47 % ;微观问题其次 ,占 30 % ;

宏观问题最少 ,仅占 23 %。

分别从以上三个角度观察 ,我们只能初步把握犯罪与刑法领域中学术兴趣的简单结构。现在 ,如果

同时从两个角度进行交叉观察 ,就应当有“问题类型与学科领域”、“问题类型与问题容量”、“学科领域与

问题容量”三种组合。其中 ,每种组合又必然形成 4—6种新的选题类型。那么 ,这些新的选题类型之间

的关系有何特征呢 ? 利用 SPSS(社会科学量化分析软件)中的交互分析功能进行分析便可发现 : ⑴在

“问题类型与学科领域”组合中 ,从刑法学角度研究犯罪的选题有 162篇 ,约占全部样本的 46 % ,位居第

一 ;从刑法学角度研究对犯罪反应的选题有 139篇 ,约占样本的 40 % ,位居第二 ;从犯罪学角度研究犯罪

及其反应的选题各有 25篇 ,都在样本中占 7 % ,数量最少。⑵在“问题类型与问题容量”组合中 ,从微观

角度研究犯罪问题的选题有 102篇 ,约占全部样本的 29 % ,位居第一 ;从中观角度研究对犯罪反应的选

题有 98篇 ,约占样本的 28 % ,位居第二 ;从中观角度研究犯罪问题的选题有 67篇 ,约占样本的 19 % ,位

居第三 ;从宏观角度研究对犯罪反应的选题有 64篇 ,约占样本的 18 % ,位居第四 ;从宏观角度研究犯罪

本身的选题有 18篇 ,约占 5 % ,位居第五 ;最后 ,从微观角度研究对犯罪反应的选题有 2篇 ,不到样本的

1 % ,位居最后。⑶在“学科领域与问题容量”组合中 ,从中观角度研究刑法学问题的选题有 151篇 ,约占

样本总数的 43 % ,位居第一 ;从微观角度研究刑法学问题的选题有 83篇 ,约占样本的 24 % ,位居第二 ;

从宏观角度研究刑法学问题的选题有 67篇 ,约占样本的 19 % ,位居第三 ;从微观角度研究犯罪学问题的

选题有 21篇 ,约占 6 % ,位居第四 ;从宏观和中观角度研究犯罪学问题的选题分别只有 15篇和 14篇 ,都

只是占样本的 4 %左右 ,数量最少。

综上 ,研究最多的三类热门选题是 :从刑法学角度研究犯罪问题的选题、从微观角度研究犯罪问题

的选题和从中观角度研究刑法学问题的选题。关注较少的“偏门”选题是 :从犯罪学角度研究犯罪及其

反应的选题、从宏观角度研究犯罪本身的选题、从微观角度研究对犯罪反应的选题和从宏观及中观角度

研究犯罪学问题的选题。由此首先可以看出 ,一边是中观刑法学的繁荣 ,另一边是犯罪学的全面疲软。

不过 ,这只是从静态角度的观察。如果以 2000年为界 ,将样本分为 2000年前组和 2000年 (含该年)后组

的话就可以看到 ,2000年以来 ,刑法学的选题比例下降了大约 7个百分点 ,而犯罪学选题由原来的 9 %

上升为 16 % ,尽管这个变化只是微乎其微 ,我们尚不能断定这个变化已成趋势 ,但说明越来越多的选题

开始走向犯罪学。进一步看 ,无论是刑法学还是犯罪学 ,都很少有宏观选题。而且 ,2000年以来 ,宏观

选题比 2000年以前下降了 11个百分点 ,中观选题基本没有变化 ,而微观选题比 2000年以前上升了 11

个百分点。这说明 ,学者们的选题规模越来越小。将这两点结合起来似乎可以认为 ,加强宏观犯罪理论

研究也许是刑法、犯罪学自身发展的需要。

三、选题与学术创新

从选题与学术创新的关系来看 ,可以从研究倾向和出新模式两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 ,根据研究倾

向的不同 ,可以将选题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类 ,二者相辅相成 ,都是学术创新的重要环节。需要

说明 ,基础研究不等于上述宏观研究。基础研究选题应当是具有前提性、原理性、根本性的知识主题 ,它

可以很微观 ,但仍不失为基础性选题。与此不同 ,宏观性选题应当是具有全局性、整体性的知识主题。

比如 ,刑事政策、犯罪控制都是很宏观但又偏应用的知识主题 ,而罪状、犯罪的实行行为等问题则是非常

微观却又偏基础性的知识主题。此外 ,按照出新模式的不同 ,可以将科研选题分为竞争型和拓展型两

种。竞争型研究是指围绕一个已有的研究选题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新 ,通常表现为批判、挑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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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观点 ,或者表现为质疑、补充前人研究的不完善之处 ,或者表现为转换新视角认识老问题。拓展型是

指研究了别人没有专门研究过的问题 ,即所谓填补空白式的研究选题。

引入这两个变量后再来观察选题内容 ,笔者发现了以下几个数量关系 : ⑴同时从研究倾向与问题

类型两个角度看 ,围绕犯罪本身的应用研究选题有 154篇 ,占样本的 44 % ,位居第一 ;围绕对犯罪反应的

基础研究选题有 87篇 ,占样本的 25 % ,位居第二 ;围绕对犯罪反应的应用研究选题有 77篇 ,占样本的

22 % ,位居第三 ;最后 ,围绕犯罪本身的基础研究选题最少 ,只有 33篇 ,仅占样本的 9 %。① 同时从出新

模式与问题类型两个角度看 ,拓展型犯罪研究的选题有 132篇 ,约占样本的 38 % ,位居第一 ;拓展型对犯

罪反应的研究选题有 129篇 ,约占样本的 37 % ,位居第二 ;竞争型犯罪研究的选题有 55篇 ,约占样本的

15 % ,位居第三 ;最后 ,竞争型对犯罪反应的研究选题最少 ,只有 35篇 ,仅占样本的 10 %。⑶同时从出

新模式与问题容量两个角度看 ,拓展型中观研究选题有 131篇 ,约占样本的 37 % ,位居第一 ;拓展型微观

研究选题有 77篇 ,占样本的 22 % ,位居第二 ;拓展型宏观研究选题有 53篇 ,占样本的 15 % ,位居第三 ;竞

争型中观研究选题有 34篇 ,占样本的 10 % ,位居第四 ;竞争型宏观研究选题由 29篇 ,占样本的 8 % ,位

居第五 ;竞争型微观研究选题最少 ,只有 27篇 ,仅占样本的 8 %。

通常认为 ,应用研究较之于基础研究、拓展型研究较之于竞争型研究更接近于创新性的要求。因为

应用研究回答了社会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实现了理论向实践的转化 ,而拓展型研究开拓了研究空

间 ,填补了研究空白 ,无疑更加符合学术创新的含义。而且 ,这种理解还具有相当的理论依据。按照知

识社会学原理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

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 就是说 ,正是知识以外的社会存

在 ,如阶级、地位、社会群体、生产方式、权力结构、历史传统、文化冲突等因素 ,决定并推动着知识的发

展 ,是知识创新的动力源泉 ,而知识只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据此可以推论 ,既然外

在的社会现实推动着知识生产 ,那么 ,这种生产过程的最新产品自然应当表现为知识的有效应用 ,以及

与之相伴随的研究领域拓展。至少 ,一提到学术创新 ,人们首先联想到应用研究中的重大突破性进展是

可以理解的。

然而 ,如果认为只有应用研究和拓展型研究才是学术创新的话 ,则是对学术创新的误解。分别来

看 ,认为应用研究才意味着创新的观念源自于知识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看法 ,即社会实践和需要

是推动知识创新和验证其合理性的决定性因素 ,而这个判断本身的合理性程度值得进一步探讨。首先 ,

“认为所有思想都是由现存的 (即社会的)状况决定因而不能声称为真的论点自己却声称是真的”。[7 ]92就

是说 ,这种认为只有外在的社会现实才决定着知识的真理性的观点 ,自己也面临着自我驳斥的危险。而

且 ,强调社会对知识生产的决定性影响的观念中 ,很可能包含着这样一种理解 :认为这种决定主要是一

种功能性的影响 ,知识意味着对社会整体的有用性。这种理论认为知识是出于维护社会生活统一性的

需要而产生出来的 ,因此 ,可以通过对社会生活整体的分析来解释知识的本质和特征。[7 ]97这种理解无法

解释的一个知识现象是 ,同一社会整体中为什么会同时存在有用而相互对立的思想、理论和知识。或者

说 ,当触摸到“对谁有用 ?”的问题时 ,有用即真理的看法便可能陷入困境。再进一步看 ,知识的产生和知

识的被接受实际上是虽有联系但各有不同的两回事。相比而言 ,如果说知识的产生更多地受制于理性

因素的话 ,那么 ,知识的被接受倒是有可能较多地受社会现实、历史阶段、社会分层、文化冲突甚至是某

些偶然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例如 ,哥白尼学说之所以被人们接受 ,起初并不是由于人们被哥白尼或伽

利略展示的论据所具有的理性力量所说服 ,而是由于 ,一方面人们厌倦了基督教的教条以及同这种教条

联系密切的托勒密天文学 ;另一方面哥白尼的学说对天体运行的解释比托勒密的理论更为简洁明快。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32页。马克思被西方学者公认为知识社会学最有影

响力的学者之一。参见詹艾斌 :“作为理论与方法的知识社会学论略”,《理论与改革》2005年第 2期 ,第 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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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社会实在的信念的选择方面 ,非理性的或社会的因素在其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更为明显。

人们接受某种信念或信念体系往往既不是因为它如实地反映了实在的本来面貌或揭示了客观规律 ,也

不是因为它论证严密。经常出现的现象是 ,决定某种信念或信念体系是否为人们接受的根本原因 ,在于

它是否满足了社会的需要。罗素的学说在中国的命运可能是一个极好的例子。[7 ]78—79总之 ,不宜将学术

评价的理性因素与社会因素混为一谈 ,社会实践和需要是说明知识创新的重要标准 ,但不一定是唯一标

准。所以 ,学术创新的评判不能仅仅与应用性联系在一起。

再来看拓展型研究选题的创新性评价问题。出新模式是学术创新的空间要素 ,而人文社科研究的

创新性程度可以从许多角度加以评估 ,其中 ,发明了某个范畴或类型学标准是创新 ,发现了某些从未发

现的社会事实、规律也是创新 ;对某个已知的论点做出了新的论证是创新 ,对某个结论未知的问题给出

了回答也是创新 ;经过严格的演绎程序导出了新的结论是创新 ,经过严格的归纳程序推出了新的结论也

是创新 ;批判、摧毁某个学科原有的观念或概念体系可能是创新 ,在不同学科的原理、方法之间建立起联

系、发现共性也是在创新 ;建构本学科自给自足的理论体系是创新 ,成功引进了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从

而发现了观察老问题的新视角或提出了新的问题同样是在创新。然而 ,所有这些创新都不可能是无源

之水 ,创新的源泉就在于学术研究的成长潜力 ,成长潜力越大的研究领域才越可能出新。所谓成长潜

力 ,就是指某类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之间相互整合、自我推进的内在条件或前提。这个界定不仅意味着

学术研究的成长潜力主要以需要研究的问题本身为载体 ,成长潜力就在于多学科间的交叉合作 ,更重要

的是说明 ,成长潜力不是关于创新性大小的结果评价 ,而是能否不断创新的可能性 ,是决定着学术研究

可否持续发展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 ,如果所有选题都设法寻找别人尚未专门研究的空白而回避重复

检验及学术争鸣 ,总有一天会出现“题荒”即选题枯竭。拓展型选题的确为学术成长填补了空白 ,但从外

延上看 ,一个学科的知识主题是有限的 ,过多地依赖拓展型选题的创新是“吃子孙饭”型的创新 ,不能太

多。而科学的标志之一就是可重复性 ,外延有限而内涵无限。从这个意义上说 ,竞争型出新模式不仅是

学术勇气的体现 ,而且 ,具有一定比例的竞争型选题是学科可持续发展的标志之一。

从科学史和科学学理论来看 ,简单地认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竞争研究与拓展研究中哪个更具创

新性 ,也不符合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美国哲学家库恩认为 ,科学发展是一个常规科学与范式革命

相互交替的过程。所谓常规科学 ,就是“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研究 ,这些科

学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期内公认为是进一步实践的基础。”这里作为“基础”的“科学成就”

实际上就是指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 ,即“实际科学实践的范例”,“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

统提供模型”,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牛顿的《原理》、《光学》等等 ,这些成就

“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 ,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 ,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

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8 ]9在范式革命到来之前 ,常规科学的任务主要

是“扩展那些范式所展示出来的特别有启发性的事实 ,增进这些事实与范式预测之间的吻合程度 ,并且

力图使范式本身更加明晰。”特别有意思的是 ,库恩将这种常规科学称作“令人迷醉”的“扫尾工作”,[8 ]22

“是一项高度积累性的事业 ,目的在于稳定地扩展科学知识的广度和精度。”[8 ]48然而 ,当常规科学发展到

一定阶段时 ,少数学者开始发现 ,他们无法利用现有的老范式有效地探究或解释世界的某个侧面、特例

时 ,便开始了老范式让位于新范式的过程。[8 ]85其中 ,原有基础理论和信念的动摇 ,科学家队伍的分裂重

组 ,在重大基础理论问题上的争论和分道扬镳 ,构成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范式革命。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

不是必须 ,范式的更迭意味着学术资源的浪费 ;但是 ,当人们发现老范式的确束缚、阻碍着科学进步时 ,

就像制造业中生产工具的以旧换新、社会历史中政治制度的新老交替一样 ,科学家也需要经过科学革命

迎接新范式的到来。之后人们发现 ,“范式一改变 ,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8 ]101例如 ,在犯罪学的自

身发展历程中 ,从最早的神学预定论到用人性否定神性的自由意志论 ,再到后来的科学犯罪学 ,犯罪现

象随着人们犯罪观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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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库恩理论解读基础与应用、竞争与拓展等不同研究之间的关系 ,是否可以认为 ,应用研究和

拓展研究类似于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 ,而基础研究和竞争研究与范式研究的含义有些接近。果如此 ,在

常规研究阶段 ,人们需要踏踏实实地回答主导范式提出的问题 ,填补知识积累过程中的空白———着力于

应用和拓展研究。而在现有范式已经过时或者正在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时 ,就需要学者用怀疑和批判的

眼光审视现行主导范式 ,为范式革命的到来做好心理和知识上的准备———着力于基础和竞争研究。当

然 ,即使是在范式革命时期 ,也需要在大胆接受新范式的同时发扬原有范式中的合理成分 ,以防新范式

的片面畸形发展。既如此 ,基础与应用、竞争与拓展之间的关系就根本不是个谁更可能创新的问题 ,而

是需要用动态的眼光来考察其比例关系的问题。换句话说 ,在常规科学期间 ,需要足够多的应用研究和

拓展研究以完成现行范式规定的探索任务 ,充分回答所提出的问题。而一旦范式革命的出现成为必然 ,

就需要大量基础研究和竞争研究以实现新老范式的交替 ,为新的常规研究奠定基础。

既然我们已不再感兴趣从应然性角度对选题类型进行简单的定性或静态比较 ,何不着手选题类型

的动态结构性测量 ,去感受科研创新的实然过程 ? 根据上述分析 ,我们首先可以观察两种研究倾向以及

两类出新模式各自的比例及其变化。然后 ,我们还可以同时从研究倾向和出新模式两个角度测量“竞争

型基础研究”、“拓展型基础研究”、“竞争型应用研究”、“拓展型应用研究”四类选题的比例及其变化。如

果库恩理论的引入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话 ,那么 ,我们便可以通过这两个测量间接地感知到犯罪与刑法研

究在常规科学与范式革命动态循环过程中的大体位置。理论上 ,我们只知道哪种类型的研究选题都很

重要 ,但我们没有根据建立假设说 ,这两个比例关系应该是多大。其实 ,得到这个比例关系的应然值这

一企图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 ,这两个比例在昨天有多大 ,今天是多大 ,明天会多大。我们只

能说 ,如果以应用研究或者拓展型应用研究的比例指示常规科学的大体规模的话 ,那么 ,这两个比例越

大、上升趋势越明显 ,则说明该研究领域中的范式革命尚未到来 ,尚未出现抛弃现有范式的需要、条件和

迹象。反之 ,如果这个比例呈现出趋小的明显态势 ,则可能预示着整个学科或者学科中的某个问题上范

式革命的来临。这种描述的意义在于 ,学者可以据此安排、调整选题规划 ,使学科的整体发展多一些理

性因素。

问题是 ,实际观察的结果到底如何 ?

四、结果与讨论

样本简单频次分析的结果是 :从研究倾向来看 ,样本中可以归入基础研究的选题有 120篇 ,占样本

的 34 % ,可以归入应用研究的选题有 231篇 ,占样本的 66 %。从出新模式来看 ,样本中可以归入竞争型

出新模式的选题有 90篇 ,占样本的 26 % ,可以归入拓展型出新模式的选题有 261篇 ,占样本的 74 %。可

见 ,应用研究多于基础研究 ,拓展研究多于竞争研究。然后 ,运行 SPSS的交互分析过程同时从研究倾向

和出新方式两个角度观察样本后发现 ,拓展型应用研究的选题有 177篇 ,约占样本总数的 50 % ,位居第

一 ;拓展型基础研究的选题有 84篇 ,占样本的 24 % ,位居第二 ;竞争型应用研究的选题有 54篇 ,占样本

的 16 % ,位居第三 ;竞争型基础研究的选题最少 ,仅有 36篇 ,约占样本的 10 %。

上述比例关系的时间跨度为 18年 (1987—2005) 。这说明 ,这个时段中的大部分犯罪与刑法研究是

常规研究 ,在知识发展过程中属于量变型创新。而范式研究 ,尤其是其中最艰难的部分即竞争型基础研

究毕竟只有 10 % ,在犯罪与刑法知识的发展过程中属于质变型创新。正是由于竞争型基础研究比其他

类型的选题更可能引发犯罪与刑法领域中某些重大问题的知识更新乃至范式革命 ,所以 ,笔者试图将竞

争型基础研究选题在既定时空范围内某领域所有选题中的比例设立为显示学科发展状况的一个系数 ,

暂且称之为创新系数。这个系数越高 ,说明有越多的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到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反思和

论争上 ,结果可能预示着学科整体创新的临近。这个系数越低 ,表明学科的整体发展越稳定 ,常规研究

成为知识创新的主要形式 ,一定范式之内“令人迷醉”的“扫尾工作”占据着大部分研究者的兴趣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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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创新系数的理想值应当是多少其实并无意义 ,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犯罪与刑法领域中 18年来全部博

士论文范围内的创新系数的实然值为 10 % ,便可以此为参数对不同组别的数据加以比较。

首先 ,运行 SPSS交互分析过程后结果显示犯罪本身研究的创新系数为 816 % ,低于整体参数。而对

犯罪反应研究的创新系数为 1212 % ,高于整体参数。这似乎表明 ,后者吸引着相对较多的竞争型基础

研究 ,有较大可能导致某些前提性的学科创新。但是 ,这个关系的统计显著值大于 0105 ,表明结论尚不

能成立。笔者认为 ,未来犯罪与刑法领域的全面发展也许需要更多的围绕犯罪本身的竞争型基础研究。

其次 ,统计结果还表明 ,以刑法犯罪学为专业方向的博士论文选题的创新系数为 917 % ,略低于整体参

数。而其他专业背景的犯罪与刑法博士论文选题的创新系数则为 1312 % ,高于整体参数。① 尽管这个

关系的 P值也不够显著 ,但这也像是说明 ,从其他专业背景研究犯罪与刑法问题 ,比刑法犯罪学背景的

作者相对更可能着眼于竞争型基础研究。而且 ,2000年前来自刑法犯罪学专业方向的选题占 9316 % ,

其他专业背景的选题只占 614 % ,而自 2000年以后 ,刑法犯罪学专业背景的选题为 8214 % ,其他专业背

景选题的比例上升至 1716 %。这个关系的显著值小于 0105 ,这不仅说明犯罪与刑法问题越来越多地引

起相邻学科的关注 ,刑法学犯罪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已成趋势 ,而且说明 ,可能将有越来越多的专

业背景加入到犯罪与刑法领域的竞争型基础研究中来。

除了问题类型和专业背景以外 ,我们还可以对不同学校、地区、作者性别、有无工作经历、择业志向

等不同组别的选题样本进行创新系数的比较。不过 ,笔者更感兴趣的是选题创新性的发展趋势。动态

观察结果表明 ,2000年前全部选题的创新系数仅为 614 % ,明显低于整体参数。而 2000年以来全部选题

的创新系数为 1114 % ,不仅高于整体参数 ,而且绝对数为 2000 年前 13 年来总和的 6 倍多。但遗憾的

是 ,这个关系的显著值大于 0105 ,说明这个变化是否已成趋势的定论还为时过早。所以如此可能有两

个原因 :首先 ,我们高兴地看到 ,2000年前的竞争型选题仅为 1013 % ,而到了 2000年后 ,竞争型选题的比

例上升至 30 % ,绝对数为 2000年前的 10倍。这个关系的显著值符合要求小于 0105 ,表明已有越来越多

的研究勇于朝着纵深发展。但问题是 ,当我们观察基础研究选题的比例时发现 ,2000年前的基础研究

选题占 4817 % ,而自 2000年以来 ,基础研究选题的比例不升反降 ,占选题总体的 30 % ,尽管其绝对数翻

了一番 ,但我们只好说 ,研究选题越来越多地偏向应用。结果 ,两相折抵 ,便有了前面竞争型基础研究虽

有上升但尚未成势的判断。可见 ,从犯罪与刑法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研究生这个特定研究群体 18年来研

究选题的动态趋势来看 ,该领域尚未表现出明显的范式革命的迹象和强烈需求 ,大量常规研究选题仍未

失去对这个群体中多数学者的吸引力。不过也应注意到 ,尽管博士论文选题的要求理应高于硕士论文

选题而承担起较重的学术使命 ,但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 ,安全通过答辩也是这个群体中许多学者的最

大愿望 ,而竞争型基础研究又具有明显的挑战性和较大的风险性 ,因此创新系数没有显著上升趋势可能

与这个因素有关。这倒反过来说明 ,竞争型基础研究选题不仅是学科质变创新的必经之路 ,而且对学术

勇气和功底具有较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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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reativity of Legal Science

Dissertation Themes Selection
BAI Jian2jun

( Law School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 Taking the total 351 domestic dissertations on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as research subjects and

utilizing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 theoretical resources ,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sertation themes and the academic creativit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SPS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higher is the ratio of competitive basic theme in certain academic field ,which indicates a higher creativity

coefficient of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condition , the more possible is more attention being paid to reflections and

critics on essential theoretic themes , suggesting the approaching of creativity of the whole discipline branch. In the

contrast ,the lower is the coefficient , the more stable is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condition , suggesting that routine

research is still the mainstream.

Key words : research theme selection ; creativity coefficient ; empirical research

(责任编辑　　廖志敏)

　第 3期 白建军 :法学博士论文选题创新性实证分析 109　　


